
1. 引言

风险倾向是指人在面对不确定事件时的态度

或行为 ( 保守或激进 , 风险寻求或风险回避等) 。

从 20 世纪中期开始, 有关风险态度和风险评估方

面的研究越来越多 , 其中包括对模糊性、不确定

性和风险的区别 , 以及对风险下决策的各种模型

研究等。而风险倾向的跨文化差异虽然早在 20 世

纪 70 年代开始就有所涉及 [1], 但真正引起关注的

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左右的一系列研究 , 这些研

究展示了亚洲 ( 主要是中国) 和欧美国家 ( 主要

是美国) 之间的风险倾向差异。与此同时 , 研究

者对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也展开了研究 , 并提出

了文化层面, 认知层面等可能的解释。

2.不同文化下的风险倾向差异

关于中西文化下风险倾向的差异 , 一个比较

著名的研究是 Hsee 和 Weber 在 1999 年比较了中

国被试和美国被试的风险倾向差异[6]。结果发现中

国被试在经济风险领域比美国被试更冒险 , 而在

其他领域则没有发现两国显著的风险倾向差异。

中国和美国在政治体系 , 文化体系以及传统价值

观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, 同时两国在国际上都有

较大的影响 , 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交流也日渐增

加 , 对于这两个国家人们的风险倾向差异的研究

不但具有理论意义, 也富有现实意义[2]。在他们的

实验 1 中, 采用类似绝对等同值 ( certainty equva-

lent) [3]的方法 , 即让被试在肯定得到一定数量的

钱 , 与可能得到更多的钱也可能得不到钱 ( 概率

各为 50%) 之间做选择 ( 损失情景下则是肯定损

失一定数量的钱 , 和有可能损失更多钱或者无损

失之间的选择) 。通过逐渐增加肯定得到的钱的数

量 , 分析被试的选择 , 得到与风险选项价值相当

的一笔肯定可以得到的钱———这笔钱的数量即该

风险选项的绝对等同值。研究者通过绝对等同值

的大小的比较 , 将被试的风险倾向转化为钱的数

量上的比较 , 以此分析被试是风险寻求的还是风

险回避的。结果发现 , 不论是在获益情景还是在

损失情景 , 中国被试都比美国被试倾向于接受风

险选项 , 即更冒 险 ( more risk- seeking) 。 实 验 二

中 , 进一步比较了三种情景下的决策 : 投资 , 医

疗建议 , 和学业分数。在投资情景下 , 被试要做

的是经济决策, 例如, 将钱存起来则利率是 2% ,

用 来 买 股 票 , 则 有 50% 的 可 能 是 0 利 率 , 或 者

50% 可能有 8% 的利率。被试要在几种存钱利率

和股票回报之间做选择。 ( 以金钱为回报 , 其实

与实验一类似, 只是增加了投资决策的背景。) 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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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情景下 , 被试要在两种缩短头痛时间的药物之

间做选择 , 药物 A 可以缩短的时间的确定的 , 而

药物 B ( 表征风险选项) , 则 有 可 能 不 能 缩 短 时

间, 或者比药物 A 缩短更多的时间。学业分数的

情景下 , 被试要选择作文内容是写保守的 , 还是

创新的 , 因为创新内容有可能得更高分 , 也有可

能得 0 分。通过这几种不同情景的比较 , 研究者

发现 , 中国被试只在经济投资领域比美国被试更

冒险, 而其他两个领域则没有显著差异。

另外也有其他的研究发现 , 在与金钱相关的

风险决策中, 中国被试是更倾向于冒险的, 例如,

与美国人相比 , 台湾人更倾向于建议别人接受风

险 ( 例如接受一份前途可能非常辉煌但是不稳定

的工作而不是一份普通的安稳的工作) [4]。Bon-

tempo, et al [5]比较了美国、荷兰和我国的香港地

区和台湾地区的大学生和专业的安全分析师 , 让

他们评定一系列彩票的风险程度 , 结果发两个西

方国家和两个中国文化背景地区的被试所表现出

的风险认知是不同的 , 而且文化背景对风险认知

的预测作用 , 显著大于职业、收入水平等因素。

有较近的研究[7]也发现, 中国人比美国人对风险的

容忍程度更高 , 不论是在态度上还是在行为上都

如 是 。 但 这 种 差 异 也 仅 限 于 经 济 决 策 当 中 , 与

Weber 和 Hsee1998 年的研究结果一致。

那么,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来自哪里呢?

3. 对风险倾向差异的解释

3.1 缓冲假说 ( cushion hypothes is)

当研究发现两个国家之间的差异的时候 , 不

加分析地将这些差异归因于文化 , 是欠妥当的。

在对差异解释中很重要的一点 , 是区分环境的影

响和文化的影响 [8]。就风险倾向的中美差异来看 ,

从环境的影响可以解释为中国目前经济迅速发展,

因此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更少的约束 , 在这样的

环境中 , 接受挑战往往会带来更多的获益 , 因此

人们更倾向于冒险 ( 环境———经济假说) 。另一种

缓冲假说 ( cushion hypothesis) 则是从由文化所决

定的社会关系来解释 : 因为中国是个集体主义程

度很高的国家, 而美国相对是集体主义程度很低的

国家[9], 两个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网络的大小是不同

的。个人主义社会注重个人的自由和责任 , 而集

体主义社会强调社会关系和相互依赖。因此 , 在

中国 , 社会中的个体彼此间有较高的相互依赖程

度 , 即便冒险的结果是失败 , 也可以因为有强大

的社会网络而得到经济上的支持 , 使得风险选项

的潜在代价并不大 , 因此人们更倾向于冒险。即

集体主义的社会文化像垫子一样 , 对风险起到了

缓 冲 的 作 用 。 为 了 证 明 基 于 文 化 差 异 的 cushion

hypothesis, Weber 和 Hsee 对中国、德国和美国的

谚语进行了分析 [10]。他们认为 , 文化的沉淀和传

承可以从一个国家的文化产物———谚语———中来

体现。而且 , 从集体主义倾向 , 文化价值观以及

社会安全网络上来说 , 德国和中国较接近 , 而与

美国差异较大[9], 但从经济水平和发展状况来说 ,

德国与中国的差异又较大 , 而与美国较接近。因

此 , 如果分析的结果是德国与中国接近而与美国

差异较大的话 , 则这种差异至少可以证明是与集

体主义文化相关 , 而非与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相

关。研究者首先从词典中找出与风险或者风险行

为 有 关 的 谚 语 , 从 15000 条 中 国 谚 语 中 提 取 出

549 条 与 风 险 有 关 , 而 有 187 条 美 国 谚 语 被 从

10000 条谚语中提取出来 , 被认为是与风险有关

的。中国与风险有关的谚语 , 例如 : “一失足成

千古恨”、“不如虎穴 , 焉得虎子”; 美国与风险

有关的谚语例如 : “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( A

bird in the hand is better than two birds in the

woods) ”。然后让各国被试分别对总结出来的谚语

进行评分, 评价该谚语鼓励 ( 反对) 冒险的程度。

研究结果表明 , 集体主义倾向高的国家 ( 中国和

德国) 的谚语比个人主义国家 ( 美国) 的谚语更

鼓励冒险。因为个人主义国家不看重社会关系和

社会网络的支持 , 因此美国谚语应用在社会风险

领域的比中国和德国少 , 而因为经济发展和经济

风险是三个国家都看重的 , 所以三个国家应用于

经济领域的谚语数量没有区别。另外 , 因为中国

社会看重人际和社会网络关系 , 回避社会领域的

风险所带来的对这种关系的潜在损害 , 因此中国

谚 语 中 反 应 出 来 的 是 更 多 鼓 励 经 济 领 域 的 冒 险

( 例如投资风险) , 而非社会风险领域的冒险 ( 例

如 , 是 否 告 诉 你 的 朋 友 他 的 拜 访 会 打 扰 你 的 日

程———潜在风险 : 坦白告诉他的后果可能会损害

你 们 之 间 的 关 系) 。 这 个 研 究 的 结 果 为 cushion

theory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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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cushion theory 的基础上, Weber 和 Hsee 进

一步结合风险决策中的风险回报模型 ( risk- return

model) 探 讨 中 美 冒 险 差 异 的 来 源 [11]。 早 期

Markowitz ( 1959) [12]的研究中提出风险回报模型 ,

即人们对一个风险选项的承受 ( willingness to pay

for a risky option- - WTP) ,受到这个选项的回报大

小和决策者假定的风险性大小的影响:

WTP(X) = f (V(X ),R(X )) = V(X )- bR(X )

后来的很多效用函数都采用了风险回报模型

的 框 架 来 解 释 [13], 从 模 型 可 以 看 出 不 同 的 个 体 ,

群体或者决策背景有可能会产生不同的风险认知。

除了风险结果的价值以外 , 风险倾向的差异来自

两方面 : 主观知觉到的风险概率 ( 即 R(X)) , 和

愿意为这个概率下的后果而冒险的倾向 ( 即系数

b) 。那么 , 中国被试和美国被试之间的风险倾向

差异到底是来自于 R ( X) 的不同还是系数 b 的

不同 , 或是都有差异呢? Weber 等的研究中 , 给

被试一系列的风险选项 , 例如 , 某风险选项 , 有

79% 的 可 能 得 到 $3500, 有 20% 的 可 能 损 失

$5300, 有 1% 的可能损失$16000。该风险选项的

期望效用值是$1544。被试的任务是给出两个值 :

1, 愿意出多少钱买这个风险选项 ( 即 WTP) ; 2,

被试认为这个选项的风险性有多大 ( 0 到 100% 之

间 , 即 R(X)) 。结果发现 , 中国被试给出的 WTP

显著高于美国被试 ( 说明中国被试对风险选项的

评价更高, 更倾向于冒险) , 而中国被报告的所知

觉到的风险性 ( R(X)) 显著低于美国被试。然后,

研究者以 WTP 为因变量, 以风险选项的期望效用

值和主观知觉到的风险性为自变量做回归 , 得到

如下的回归拟和方程:

WTP(X) = a + bEVE V(X )- bRR(X )

以此来求得风险倾向系数 bR。结果发现不同

国家的被试在系数 bR 上没有显著差异。因此可以

推测, 造成中美被试风险倾向差异的 , 并非中国

被试在相同的风险面前更富于冒险精神 , 而是中

国被试对同样的风险选项相对于美国被试来说 ,

所知觉到的风险性更小 , 即两国被试的差异主要

在于风险概率的知觉上。而 Weber 等认为这个结

果也是符合 cushion theory 的 , 按照该理论 , 中国

被试即使冒险失败了后果也不会太严重 , 因为有

较强的社会人际网络的支持 , 因此同样的风险选

项对于中国被试来说 , 风险性就显得没有那么大

了。

风险认知和风险决策的很多理论 ( 例如期望

效用理论[14], 前景理论等[15]) 都认为, 影响风险下

的 决 策 行 为 的 两 个 主 要 因 素 是 对 该 风 险 后 果

( outcome) 的评价和对风险概率 ( probability) 的

评价。Weber 等在上面介绍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

结论是认为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同样的不确定事件

的概率判断是有系统差异的 , 那么 , 这种差异是

如 cushion hypothesis 的解释由于社会文化因素减

小 了 风 险 概 率 的 知 觉 呢 , 还 是 由 于 认 知 上 的 差

异———中国人可能受到这种概率性判断的训练较

少 , 或者不习惯用概率的表达方式判断不确定的

事物? 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对于一般事件的概率判

断和概然思维 ( probabilistic thinking) 上是否有显

著的、稳定的差异呢? 当然 , 这两个方面的影响

不必是相互排斥的 , 有可能两个原因都影响这种

概率知觉的差异 , 甚至于中国人的认知 ( 概然思

维) 也是源于社会文化的影响而沉淀的产物。

3.2 概然思维的差异

将风险分为后果和概率两个部分来描述 , 是

沿用西方经济学的表述和研究范式。中国被试有

可能对概率的知觉是不如西方人那么精确的 , 或

者说中国人不习惯用“概率”的表达去描述一件

事 , 也有可能对用“概率表达”的方式陈述的事

件在认知上会和西方人有差异。而这种差异也可

能是造成中国和美国被试面对风险时对风险的评

估不同, 而导致不同的风险倾向的原因。

3.2.1 概然思维的跨文化差异研究

Phillips ( 1980) [16]在他的研究中将 概 然 思 维

定义为 : 一种适应用 ( 习惯) 概然定式 ( proba-

bilistic set) , 对不确定性 ( uncertainity) 进行区分

判别的倾向 , 和将不确定事件用概率来表达的能

力。在他研究中 , 使用不确定看法问卷 ( View of

Uncertainty Questionnaire) 对 马 来 西 亚 的 来 自 英

国, 香港地区, 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学生进行测量。

被试要回答的问题中 , 一半问题是关于还未发生

的事件的看法 , 例如“你觉得接下来这三个月你

会感冒么”; 另一半问题是大多数人都不太确定的

问题, 例如“苏伊士运河有 100 里长么?”。而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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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只要求写下他觉得适合的对这些问题的答案。

( 即被试可以简单得回答是或否, 也可以用概率的

表达来回答, 或者回答不知道。) 而结果被分为几

类进行分析: 以“是或否”的形式回答的问题的

个数 , 回答“不知道”的个数 , 用概率的表达方

式回答的个数 , 使用了多少个不同的概率 , 还有

不置可否的回答 ( 例如: 我希望不是) 。结果发现

三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结果比较接近 , 而英国的

结果和它们差别较大。尤其是中国学生和英国学

生之间的差异显著 : 中国学生在回答问题时 , 较

少使用概率的方式 , 所使用到的不同概率的数目

也比英国学生要少。研究者在结论中提到 , 中国

学生对不确定性的区分不如英国学生, 可以看出,

英国学生的概然思维倾向更强。另外也有其他研

究发现 , 比较香港学生和英国学生对不确定事件

的反应时 , 英国学生用概率表达的对不确定性的

区分度更高,而且对概率的知觉也更精确 [17]。另外

一种较为常用的考察对概率判断的模式是通过问

一些大部分人都不太确定的问题 , 让被试估计自

己的答案的正确性。例如 , “谁的怀胎期时间更

长? A 人类 B 黑猩猩”被试做出选择后 , 被要求

评估自己的答案正确的概率是多少 ( 用百分比的

表达形式) 。如果被试给出的答案发生的概率与其

实际发生的概率越接近 , 则被试的概率判断越准

确。用这种范式有很多研究都发现 , 中国被试所

判断的概率不如西方被试 ( 美国 , 英国) 的判断

准确。而且还有一种趋势是 , 中国被试往往高估

了自己的答案是正确答案的可能性 [18]。但这种对

概率判断的不精确是不是受到测量题目的影响呢?

即 对 于 知 识 性 的 问 题 ( general knowledge) 的 答

案 , 很大 程 度 取 决 于 被 试 的 背 景 知 识 , 和 其 本

身 对 这 些 知 识 的 了 解 程 度 。 于 是 Yates 等 在

1998 年的研究 [24]中用另一种题目类型来测量被试

对概率的判断。在他们的研究中 , 给被试提供了

一段材料 , 介绍两种新的病的病症和基准发病率

( base rate) , 然后让被试判断某个具有一系列病症

的病人 , 属于两种病的概率。结果发现 , 中国被

试 比 美 国 被 试 更 容 易 给 出 极 端 的 数 值 ( extreme

probability) , 而且对自己的答案也更自信 ( over-

confidence) 。这个研究的结果提示 , 这种差异的

趋势不仅在一般知识的判断上存在 , 在实际的决

策中 ( practical decision) 中也存在。

3.2.2 对概然思维跨文化差异可能的解释

关于中国人对概率的知觉更差 , 对不确定性

的区分不敏感 , 以及对概率知觉的精确性 ( cali-

bration) 更弱的现象 , 先后有很多研究者从不同

的角度提出解释。Phillips 等 ( 1977) 认为 , 这种

概然思维的文化差异 , 是与“命中注定 ( fate ori-

entation) ”的文化有关[17]。在中国文化中, 更受到

一种命中注定思想的影响 , 所以对将来的预测和

估计较少, 人们抱着一种一切都是注定了的思想,

缺少对将来的长期计划 , 将来的事件更容易被用

一种不确定 ( uncertain) 的眼光去看 , 而不是可

能 性 有 多 大 的 估 计 ( probable or improbable) [16]。

另外 , 在 Yates 等在 1998 年的研究中发现 , 中国

被试的答案变化范围很大, 相对于美国被试来说,

一致性更差。结合以往的研究 , Yates 等 认为有

可能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中 , 要求人们做概率判断

的任务很少 , 因此 , 人们不习惯这种思维 , 对概

率判断的任务在完成的时候就更加不精确 , 而且

缺乏一致性。

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, 中国孩子在成长的时

候 被 潜 移 默 化 地 灌 输 了 一 些 完 成 认 知 任 务 的 原

则 [19]。例如, “如果知识是从某篇文章中得到的,

那最好的获得知识的方法就是把文章背下来。”因

此, 中国的孩子习惯用记忆和背的方法获得一些

信息和知识 , 当他们在做判断的时候 , 会将现有

的信息与记忆里的信息做比较和匹配 , 因此他们

对所作出的判断会更极端 , 更自信 (“如果我记

得, 那么应该是没错的”) 。

综上 , 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被

试和美国被试在对概率知觉上的差异 , 而对于这

些差异的原因, 仍然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解释,

也许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从文化层面出发的分析

和讨论。

4.对他人风险倾向的预测

尽管大部分研究发现中国人对风险的容忍度

更高 , 更少回避风险。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, 让

中国被试和美国被试预测对方的风险倾向时 , 却

得到相反的结果。即两国的被试都认为 , 美国被

试会更冒险 , 而中国被试会更保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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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风险倾向的时候 , 会依据那个国家的经济表现

来推测 ( Economic performance hypothesis) [20]。 即

他发现 , 让五个国家和地区的被试预测这五个国

家和地区的人的风险倾向 , 结果发现五组被试所

预测的风险倾向的排序与这五个国家和地区的经

济发展水平的排序是一致的。这个研究结果应用

在跨国贸易和谈判中是十分有趣的 , 即两国被试

所持的对对方的风险倾向的预测与事实其实是相

反的。

5.对风险倾向跨文化差异研究的意义

及展望

在谈判中 , 觉察到不同文化下的认知和倾向

的差异 , 比单纯地去回避这些差异更有意义。因

为有时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得两个不同文化的

群体在谈判中可以达到共识 , 认为自己能从冲突

中获益 [18]。不但如此 , 了解彼此的风险倾向和决

策态度 , 对于国际政治政策的制定 , 以及经济贸

易的更好开展, 都有重要意义[21]。

另 外 , 已 有 的 研 究 结 果———例 如 缓 冲 理

论———试图从冒险失败后对于个人主义社会背景

下的个体与集体主义背景下的个体来说 , 后果的

严重程度不同来阐述的。从个体对失败的回避和

承受能力的角度来看 , 这与一些用中国被试做研

究的结果是一致的。例如 , 在成就动机与风险倾

向之间关系的研究中 , 回避失败维度比追求成功

维度对风险倾向的预测效果更明显 [22]。另外 , 从

决策者特性的角度去探讨风险倾向差异的时候 ,

决策者不同的模糊容忍度 , 不同的认知闭合需求

等 , 都可预测不同的风险倾向。是否中国人和美

国人 , 在回避失败维度 , 模糊容忍程度 , 认知闭

合需求等特质上有差异 , 如果有 , 这些差异是否

是来自文化的影响等问题 , 都是可以进一步讨论

的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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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literature review of r isk taking

differences across culture

Li J ie Xie xiao Fei

Abstract: In recent years, there have been studies to

research the risk taking differences across cultures.

Most of these studies showed that Chinese are more

risk- seeking when making risky decisions, especially

in the economic area.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-

view the studies that revealed such differences, and

summarize several explanation and theories. The

meaning of this topic and several directions that de-

serve future interest and exploration is suggested in the

end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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